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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镜

教育问题谈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中华春秋

办学主体多元化 学校事务自主化
——基础教育调研札记之二

□ 徐问笑

公元 1036 年 （景祜三年），范仲淹通过

向仁宗皇帝进献 《百官图》，对宰相吕夷简

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对宰相把持

朝政、培植党羽等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同

时，他主张皇帝应改变现有的用人制度，亲

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这一行为，对时任宰

相之高位的吕夷简而言，不啻是对其权威最

严重的挑战和打击，他自然不甘示弱，于是

以“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的罪

名，对范仲淹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最终，

范仲淹不敌吕夷简的老谋深算，无奈落得个

“被罢黜，改知饶州”的下场。

到了饶州后不久，范仲淹的夫人李氏，

便因病去世了。这对重视家庭亲情的范仲

淹而言，应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熟悉

历 史 的 人 应 该 都 知 道 ， 范 仲 淹 两 岁 丧 父 ，

后 随 母 改 嫁 到 长 山 朱 氏 ， 一 度 被 改 姓 为

朱，直至他考上进士，都是用的朱姓。不

管是范仲淹本人，还是其当世之人，以及

后来诸多范仲淹的研究者们，留下的各种

存 世 文 稿 中 ， 对 范 仲 淹 和 其 继 父 的 关 系 ，

并没有过多的评论和判断。但是，苏轼曾

有 一 句 “ 既 长 ， 知 其 世 家 ， 感 泣 去 之 南

都”，便可知道大概情况，范仲淹在亲情方

面 ， 应 是 很 失 意 的 。 范 仲 淹 进 入 仕 途 后 ，

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不但接母

亲到身边赡养，以尽孝道，且对同母异父

的三个弟弟和本家的范氏族人也都有照拂。

话 说 到 这 里 ， 只 是 想 表 明 ，“ 不 以 物

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也有因幼时亲

情缺失，存有情感脆弱的一面，而他的夫

人李氏，无疑是给予他生命中最多温暖和

柔情的一个人。所以，看似任何时候都战

不胜、打不倒的范仲淹先生，无论政治上

遇到多么强劲的对手也愈挫愈勇的他，在

此刻却败给了莫测的命运，在政治失意与

痛失所爱的双重打击下，这个意志坚定的

勇士终于倒下了，他因此而重病不起。这

应是自范仲淹进入仕途后，所面临的一次

最 严 重 的 人 生 考 验 了 。 如 果 他 就 此 沉 寂 ，

一 蹶 不 振 ， 或 就 此 屈 服 ， 明 哲 保 身 ， 那

么 ， 历 史 也 将 因 此 而 失 去 绚 丽 的 一 页 篇

章。然而，正因为他是范仲淹，即使一时

蒙尘，他也依然是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因

为，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能够颂出“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绝世

名句的人，也唯他一人了，他是注定为千

世万代所景仰、为历史所铭记的人。

范仲淹的好友，其时正在附近做县令的

梅 尧 臣 ， 目 睹 范 仲 淹 所 经 受 的 一 系 列 不

幸，为了劝诫范仲淹，特别作了一首 《灵

乌赋》 给他。劝他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

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从此闭上

嘴巴，少管当权者的闲事。范仲淹却立即回写

了同题 《灵乌赋》 给梅尧臣，斩钉截铁地表

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言一出，凛然

大节的气势顿时跃然纸上，后人无法得知，当

梅尧臣看到这句话时，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反

应。这简直就是一份战士的宣言，范仲淹在向

世人表明，为了坚守自己心目中的大义，他是

无惧任何牺牲的。再回过头来看看，他于天圣

八年，给晏殊的书信中所提及的内容：“侍奉

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

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

身之祸也在所不惜。”是的，这就是最真实的

范仲淹，他的心中装得下“天下”，却唯独装

不下一分私心，无论何等困厄，他的内心始终

是自由的，无改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本

色。

按时下的标准看，范仲淹应该属于全能

型人才，他进可以为相，出可以为将，且

无论在哪个位置上，他都充分显示了自己

出色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施政手段。但同

时，他也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大家。中国古

代 文 学 史 上 ， 自 古 以 来 ， 便 有 “ 文 必 秦

汉，诗必盛唐”一说，而宋词的璀璨，即

使有前两者的珠玉在前，也依然无损其夺

目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此三者，分别代

表了各自朝代的文学之盛。然而，古代的

文人们，从来不曾满足于自己在文学上的

不凡造诣，他们心怀天下，往往更热衷于

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

的政治抱负与理念。

纵观古代历史，若论哪个朝代是最受文

人欢迎和推崇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朝

代可以出宋代之右了。不但文人的政治地

位 最 高 ， 且 只 要 不 犯 谋 逆 大 罪 ， 便 可 以

“ 刑 不 上 大 夫 ”， 性 命 之 忧 一 般 是 不 会 有

的 。 所 以 说 ， 范 仲 淹 先 生 还 是 很 幸 运 的 。

正是因为有了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

下”的施政主张，文人才得以在参政、议

政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也正是在

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范仲淹为首的

这一批治国名臣和文学大家，才能够脱颖

而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页篇章。

□ 曾业松

所有国家都把政府作为办学主

体，但并不排斥其他办学力量。我

们考察的国家大多重视民办教育，

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注重发挥家

长的作用。国家、社会、学校、家

长角色不同，责任和分工不同，但

都朝着办好学校、教好学生一个共

同的目标，承担应尽的义务。我国

面对庞大的教育规模和日益增多的

教育需求，政府单凭自身有限资源

是不可能包办教育的。如何改变公

立学校“一支独大”的现状，需要

借鉴国外成功的办学体制和经验。

民办学校大有可为

我们考察的国家都很舍得投资

教育，私立学校也占有重要地位。日

本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例最高时达

7.7%，曾居于世界首位。现在义务教

育和特殊教育中，90%以上都是公立

学校。与此形成互补的是，公立学校

周边还有不少私人学校。在北海道听

家长反映，二三年级学生放学后，

60%~70%的学生到私立学校接受功课

辅导，或学习技艺、培养兴趣和特

长。至于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

教育，绝大多数是私立学校。尤其是

私立高等院校占有突出地位。2013

年，日本私立大学606所，占大学总

数77.5%，学生占在校总数73.5%。新

加坡政府担负着中小学和大学的主流

教育。而在非主流教育领域，私人学

校在补习、商业、电脑、语言、艺术

等教育方面则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从 2012年开始，财政性教

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4%，

2013年就超过2万亿元。这些经费既

要投入高等院校，也要投入义务教

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

等，生均经费远低于上述国家。政府

财政压力巨大，有的贫困县教育投资

已占到财政支出的30%~40%，个别县

达50%以上。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民

间资本和人才等资源丰厚，企业家和

社会公益人士不乏投资教育的意向。

因此，我们应更多发掘民间教育资

源，实行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并举并

重，构建国家、社会、民间共同投资

教育的新格局，实现办学主体多元

化。在大城市，当随迁子女大军随着

城市化浪潮滚滚而来时，应采取公私

合营、购买服务等多种模式，创办民

办学校，尽可能保障随迁子女享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

学校要有更多办学自主权

芬兰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6.6%。

但他们并不乱“砸”钱，而是把资源

配置在义务教育和学习迟缓者等“最需

要的地方”。九年一贯制教育经费全由

政府负担。其中初中生平均每人每年

经费达8200美元。政府花巨资办教

育，但办学自主权都交给学校。教育

部四年制定一次核心课程纲要，只定

一个框架，不做细节化的具体规定，

也不实施学校评估制度。学校事务决

策权都在董事会。如Sakarinmaki小

学，为便于帮助后进学生，提高整体

教育质量，自己决定实行小班小校，

班级人数不超过20人。至于教什么、

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等，则由任课

老师全权负责，自由选择。

我国是“一张卷子”评定教育

质量，决定学生命运，学校老师自

主空间狭窄。随着城镇化发展，亿

万劳动力转移进城打工或定居，数

千万子女的“走”和“留”，形成

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两个大规模群

体，学校布局不得不进行调整。城

镇学校做加法，农村学校做减法，

陷入进退两难困境。学校存亡、老

师何去何从均操之于人，怎么谈得

上自主办学。尤其农村为解决学校

撤并、儿童上学距离较远等问题，

创办了大批寄宿制学校。由于宿管

教师、工勤人员编制等问题没有明

确规定，教师除正常备课上课改作

业，还要照顾学生穿衣吃饭和睡

觉。久而久之压力越来越大，以致

精神疲劳，产生职业倦怠。

让家长依法担起教育的责
任

我们注意到，很多国家的家长

们热衷于学校教学活动。在札幌市

绿丘小学访问时，家长委员会会长

佐藤佳子始终陪同，兴致极高，和

我们交流十分活络。据介绍，她带

领的家长团队，既像学校的主人，

参与策划各项活动，和老师一起阅

看学生作业，也像学校的义工，平

时主动帮助学校协调各种关系，自

觉自愿为学校出钱出力，学校开运

动会义务担当工作人员。在新加坡

万慈学校，一些家长经常到学校举

办“亲子阅读工作坊”，和学生一起

阅读，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高阅

读理解能力。在芬兰，学校大量组

织参观博物馆等户外校外活动。这

些活动也多由家长委员会组织，并

由家长提供费用。

在中国，家长对教育的参与明

显两极化。一边是望子成龙成凤，

不惜血本投资教育，甚至成为“虎妈

狼爸”。当随迁子女涌向城市就读，

造成“大班大校”时，一些家长抱怨

之声不绝于耳，但真心奉献爱心、帮

助学校化解难题的远没有埋怨指责者

多。另一边是光顾打工挣钱，无心过

问子女，很多是无奈地丧失父母应尽

的养教责任。尤其是部分农村家长对

留守子女教育的缺失空前未有。据第

六次人口普查抽取的样本推算：农村

留守儿童 6102.55 万，占全国儿童

21.88%，占农村儿童37.7%；全国每

五个孩子中有一个，农村每三个孩子

中有一个。孩子生活缺照应、行为缺

管教、学习缺辅导，极易导致心理失

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人格

扭曲，产生畸形逆反心态和极端暴力

行为。昆明市东川区老师反映，有的

学校留守儿童各门功课及格率只有

30%左右。浙江省瑞安市有老师说，

有的学生在校学的回家就忘了，甚至

被监护者误导了，导致5+2几乎等于

0。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出现许多厌

学、逃学、辍学的问题少年。屡屡发

生的“留守儿童”身心安全问题，以

弱小生命触碰社会的神经，告诉我们

家长教育的空白和失误，使得留守儿

童群体的命运令人忧虑。由此，建章

立法强化家庭教育责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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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博

北宋熙宁元丰时期的王安石变

法一直被视作是传统政治中“改

革”的典范。王安石变法中包含着

儒家传统一个极其重要但很容易被

忽视的维度——它不是道德心性之

学，也不是一些空泛的政治原理或

教条，而是强调经学和政治思想所

蕴含的大历史观、战略全局观和体

系性国家治理的理念。儒家传统不

同于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传统，其

关注的始终是现实世界中的治国理

政问题。王安石变法的体系架构与

核心精神，展示出儒家经学的丰富

性与深刻性。儒家所思考和回应

的，不是眼前的、表层的矛盾，而

是大历史演进中的深层次问题。因

此从根源上说，也是一种积极面对

治理复杂性的学术思想体系。虽然

王安石变法在落实中出现了诸多问

题，但其通盘考虑、全局治理的理

念，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积

淀的珍贵思想资源与历史经验，也

对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富有启示。

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包含
学术理论、实践方案与核心价
值的整体系统工程

首先，熙丰经术政治体系是将

儒家经学运用于新法新政的一次系

统性尝试。王安石对 《周礼》《尚

书》《诗经》《孟子》 等儒家经典的

诠释，为政治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正

当性依据，构成一个从顶端俯瞰的

改革体系：从文本诠释到制度变

革，希望落实为法度、政策与礼

文，在政治活动的进程中，也蕴含

着寓教于政、启沃人心的人文理想。

其次，执政者针对当时存在的

顽症痼疾，以改革变法为取向，通

过制度的梳理与重构，从各个层面

强化治理能力。尤其是在人才培

育、吏治改革、基层治理和经济统

筹四个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战略关

联与同步性：通过梳理吏治、精简

政务来简拔人才，通过人才培育强

化吏治管控，同时加强经济统筹与

支付能力，用来更好地培养人才。

而具有实干能力的人才，则可以在

基层治理中进一步推进改革，提升

国家的统筹能力和平衡能力。

再次，从核心价值的层面看，

这一政治体系不仅包含了“富国强

兵”的政治愿景，更重要的是通过

国家层面的开阖敛散，抑制豪强的

投机兼并，保护基层生产者的利

益，追求经济上的正义与公平。通

过“恒产”维护“恒心”，进而以

“仁民爱物”的理念将这一经济基础

层面的公正性追求提升为政治中的

核心价值。

以上三个层面共同构建起经术

政治体系的经纬结构，使学术、理

念、法度和政策组成一个具有内在

关联性的有机整体：学术不是无关

政事的高言空论；政治也不是脱离

了理论支持与价值导向的权术机

谋。而是以经术为脉络，将政治中

的各类具体矛盾进行分梳整合，整

体统筹、规划并施设，即王安石所

谓“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

否为胜负”。

治理体系建构必须源于笃
实的政治实践，面向具体的实
际问题，而其成果须具有实效
实绩

熙丰经术政治体系体现出当时

执政者注重实践的理性思维：它不

是对经典进行教条式的照搬移植，

也不是披着经学外衣的师心自用，

而是对儒家核心价值审慎而理性的

继承与运用。经学中的政治理论与

义理原则必须面向丰富而复杂的治

理实践经验，以实际问题为导向；

其所形成的政策也不能是纸上空

文，而必须予以落实。这不仅对于

文弊积重的宋代政治具有很强的纠

正意义，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

看，也具有很强的典范效果。

首先，在经典诠释与应用层

面，王安石不是拘泥于所谓的先王

成法，而是将经义、历史和当下的

切实经验相结合。以实事实理作为

标准，发掘经典的深层意义并付诸

实用，而不是将经典中的论述作为

某种机械的准则加以模仿照搬。

其次，王安石将“理财”视作

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在 《周礼》

的研究和诠释中注重发掘其中的财

富管理与经济统筹思想，以“开阖

敛散”和“国为民极”为导向，构

建良性循环的国家财政体系。通过

掌控市场上的物货价格、信息、流

通的控制权与流通量，实现对物价

的及时调控。这一理念从先秦时代

的《周礼》《管子》到汉代的《盐铁

论》，一直被视作抑制豪强兼并、加

强政府经济权力的重要方式，而在

王安石这里更强调对国家的经济管

控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的提升：不

仅是财富的数量累积，更重要的是

在敛散过程中的渠道建设，这种沟

通政府与基层之间的财富流通通

道，是国家经济能力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之一。同时，良性的财政体系

也可以为吏治、军制等方面的改革

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次，熙丰经术政治体系特别

注重在治理中构建务实的人才培育

和选拔机制。其贡举与学制改革，

是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节

点，将隋唐以来以诗赋、辞章为

主的进士科改为试策论，影响延

及明清。另外，罢废原来的明法

科，创设新科明法，在官吏选拔

中加入试刑法等改革措施，引导

学风向重法律、通刑名的实用方

向变化，以加强官吏亲民厘务的

执政能力，使人才选拔趋向多元

化、专门化，同时针对政治需求

趋向复合化。而在具体的政治事

务 中 ， 则 以 事 任 和 绩 效 为 中 心 ，

建立选拔与考评的机制，以事任

人，以事选人，以人成事，通过人

将法度落在实处。

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这种笃

实的精神十分难得，而将这种精神

制度化、规范化，更需要宏大的战

略眼光和坚强的政治意志。笃实本

身就是一种勇于突破思维定式和政

治教条，勇于面对弊病，勇于挑战

既得利益的政治魄力。可以说，在

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改革中，求实

的信念与有所作为的意志，二者相

辅相成、不可或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宋代以

来，有诸多学者对王安石的理财观

念提出了批评。在传统语境中，批

评者多引用孟子“义利之辨”和

《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

臣”的古训，认为只要言理财，就

是法家的“管商之术”，为君子所不

取。而现当代的批评者则认为王安

石的政策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提

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法则的自发

调节作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造

成了伤害。

这类批评意见不无道理，但也

可能会将国家和社会之间复杂的经

济关系简单化。当代学者在用结构

主义方法研究宋代经济史时，通过

大量数据的参较，显示出在整个熙

宁元丰时期，土地开发、水利建

设、户口多寡和市场繁荣度等方面

的经济数据均有比较大的提升。也

就是说，在经济治理中，不一定是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简单关系，

事实上存在着“国进民进”的可能

性。这一点在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会要》等史书中也可以找到诸多

旁证。类似的观点虽然还需要更多

更细密的研究予以充实，但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

治理的重要角度。

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法规、
制度、政策的框架，同时也是
对道德伦理、社会风俗与人心
趋向的塑造与规范

熙丰经术政治体系是一个“寓

教于政”的体系，但并不是寄望于

自上而下的官长对民众的教化，而

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教”，是对于执

政群体——包括皇帝、官员、士人

的培育与塑造，特别强调执政能力

和执政意志的系统性建设。

首先，以儒家经术为核心理想

和价值观，培育最高统治者政治意

志与执政能力。一方面，在探讨学

问，评论历史的对话中，帮助皇帝

从政治原理和历史经验层面提升自

身治国理政的能力；另一方面，在

处理政事的辩论与抉择中，培育皇

帝的大局观、决断力和战略思维。

这对于当代政治家在实践中自我反

思与磨炼，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

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其次，通过改革人才培养、选

拔与晋升制度，对症吏治中的痼

疾，希望借此改变旧有的官场风

俗。在王安石看来，官僚政治的一

项严重弊病就是墨守成规——“祖

宗之法”被放大成为政治正确的意

识形态，各种政治力量会将符合自

身利益与习惯的内容填充进去。这

样带来的结果，是对长远的、结构

性的战略问题视而不见，反而汲汲

于一些琐碎无聊的官场细节中，无

谓消耗政治决策中的精力与注意

力。这是一项需要顶端设计的系统

工程，包括观念塑造、理财养士和

选任培育三个维度：观念塑造的维

度提供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层面的

理念支持和改革的思想资源；理财

养士为选任提供国家财政支持，而

选拔出的人才则从另一方面改革和

优化制度。同时，选任拔擢教育官

员的过程，也起到凝聚共识的作

用。三者各成体系而又交互支持，

共同推动改革的全局。

再次，通过对国家重大礼仪进

行系统地考辨和厘正，营造一种带

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氛围。礼仪

是政治的重要内容，礼制也是政治

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而有着整齐

秩序、濡化人心之功能的礼教，则

是“寓教于政”的政治体系中一个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对国家典

礼进行规范化的努力中，同时包含

着礼的法令化与制度化。同时，对

国家礼仪的标准化，也就是对古礼

的精髓进行系统地恢复与重建。这

不仅更进一步强化了典礼的权威地

位，也营造出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

彩的政治文化氛围，使政治脱离因

循守旧的格局，而以某种更高远的

理想为典范蓝图。这一点对于大国

的治理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儒家经学的政

治哲学意义在于：不仅仅是保存典

故的文献经典，也不是具有绝对真

理意义的宗教经典，而是从过往经

验和当下实践中提炼总结出的问题

意识、思考逻辑和普遍性的政治原

理。经学可以为治理引入理论基

础、历史视野、道德原则和务实求

变的进取意识，为容易趋向于因循

僵化甚至抱残守缺的现实政治带来

变革的诉求、方向与动力。

总而言之，北宋熙丰经术政治

体系不是照搬儒家经典，也不是凭

空进行臆想构造，而是在历史因革

的线索中，以经学义理为指导思

想，反思和探索长时段的历史问

题，并通过制度层面的建构规划政

治蓝图。这一治理思想建立在一种

积极的历史观基础之上：历史不是

一种简单的绵延与陈陈相因，而是

有目标、方向和动力的，因此政治

人物也不能随波逐流，而需要张扬

自身的主体性，有所追求，有所作

为。儒家经术政治体系的核心精神

是一种富有政治智慧、实践理性、

人文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追求，它

植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中的内在逻

辑，不仅是传统政治模式下诞生的

宝贵思想资源，也对当代中国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仔细思索体

味。

北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次试验
——作为儒家经术政治体系的王安石变法


